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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社会文化创译一体的跨文化书写研究

——以《吾国与吾民》的修辞转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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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创译一体”理念在社会文化跨语境传播中的实践路径。研究发现，

林语堂通过比喻修辞的具象转码、对照修辞的差异化协商、幽默与互文修辞的柔性解构，成功将中国集体主义价值观、家庭伦理

等抽象社会文化符号转化为西方认知框架内的可读性叙事。这一理念突破了传统译学的“忠实”桎梏，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外译和

“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重要的策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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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的文化碰撞中，中国社会文化的外译面临“文化

折扣”困境，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仍受制于“东方主义”框架。

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作为跨文化传播的经典文本，不仅展

现了其对中西文化的深刻洞察，更通过“创译一体”构建了一

套高效的传播路径。本文旨在解析林语堂如何通过意象转码、

对话协商等方式，在保留文化本真性的同时实现跨文化适配，

为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范本。

2 创译一体的跨文化书写

2.1理论内核：创译一体

“林语堂的创作与翻译界限模糊,相互交织杂糅,译中有

创、创中有译,形成了创译一体的特殊风格。”（冯智强、庞秀

成，2018：1）“创译一体”的本质是翻译的艺术再造论，主

张译者以“文化解释者”身份对源文本进行创造性转化。林语

堂的作品中，创作与翻译界限模糊、相互交织，形成了“译中

有创、创中有译”的特殊风格。这种独特性源于其“双语精英”

的文化身份，使其能在中西文化间实现“创造性中介”作用。

2.2实践向度：跨文化书写

跨文化书写的本质是破解社会文化符号的“不可译性”。林

语堂通过修辞策略在文化差异与认知共性之间搭建桥梁，既规

避机械直译导致的“文化休克”，又避免过度归化引发的“文化失

真”。

3 社会文化的修辞创译路径

3.1比喻修辞的意象转码

3.1.1自然意象的具象再生

林语堂通过自然界的现象来阐释文化特征。例如，他将中

国艺术中的女性美与“自然界的调和形象”相联系（Borrows its

beauty from the rhythms of nature），成功实现了跨文化书写与

传播。这一比喻还揭示了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与

“女娲造人”“大地之母”等神话原型形成呼应。通过将女性美与

自然界的调和形象相联系，在中西文化之间搭建了一座沟通的

桥梁，既对比了西方艺术以人体为中心的审美传统，又通过普

遍性的自然语境降低了西方读者的认知门槛。

3.1.2文化符号的类比转译

林语堂擅长借用目标文化符号解释源文化概念。如将中文

的“侠义”与西方文化中的“骑士精神”（chivalry）并置，同

时引用《水浒》中的盗匪形象丰富其文化内涵。此策略本质是

符号转译，即借用目标文化中的既有符号（chivalry）解释源文

化的独特概念（侠义），既避免文化失真，又激活读者的前理

解。这一过程符合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林语堂作为编码者，

通过符号对等实现“偏好式解码”，引导西方读者将“侠义”纳入

自身文化经验中的“正义”范畴。

3.2对照修辞的创译协商

3.2.1中西价值的调和共生

中西文化镜像对照通过二元对立的方式凸显文化的独特

性。林语堂将中国婚姻视为注重社会功能的“家庭事务”，而

将西方婚姻视为强调个人自由的“情感事务”。这种对照不仅

揭示了中西文化在婚姻观念上的根本差异，还深刻反映了两种

文化背后的价值观：中国倾向于集体主义，注重家庭与社会的

和谐与稳定；而西方则倾向于个人主义，强调个体的情感需求

与自由选择。差异对比引发读者反思自身文化逻辑，而共性揭

示则促成文化认同。此策略既凸显独特性吸引注意，又通过共

性减少排斥。

3.2.2古今精神的递进重构

林语堂以《论语》回译（“知天命”“耳顺”）构建传统锚点，

继而将儒家修身观升华为现代民族性格基因。此过程既通过中

西术语置换凸显文化独特性，更借古今价值转译使传统智慧获

得重构现实意义的历史纵深，达成“创译一体”的本质：使孔

子言论成为解读中国精神的活态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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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幽默修辞的创译解构

3.3.1国民性自嘲的亲和转化

自嘲式国民性书写通过调侃自身文化特质，拉近与读者的

心理距离。这种修辞策略以幽默的方式揭示文化中的矛盾与不

足，既避免了文化批判的尖锐性，又增强了文本的亲和力，使

读者在轻松的氛围中接受并理解异域文化。例如，通过“not

bad-mannered toward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与“positively

hostile toward his neighbour”的戏剧性对比，将国民性矛盾具

象化为“熟人社会”与“陌生人伦理”的断裂。以公共空间争

夺战（电车、售票处）类等行为自嘲，既凸显其荒诞性，又将

文化特质降维为普适人性弱点。通过将特定国民性解构为人类

通病，在自嘲中建构“不完美的我们”的共同体想象。这种策

略既规避东方主义凝视，又以幽默为介质将文化批判转化为人

性反思，使异质文化传播获得伦理缓冲与接受弹性。

3.3.2体制反讽的委婉呈现

体制反讽的软化处理通过幽默的语言风格弱化批判性，使

文化传播更具包容性与亲和力。这种修辞策略通过温和的表达

方式化解敏感议题的潜在冲突，使读者在轻松的氛围中接受文

化批判，同时增强文本的说服力。例如，林语堂运用“the beauty

of our democracy”将制度缺陷伪装成体制优势，以赞美修辞包

裹批判内核。“seeps back”的液态隐喻将腐败重构为民主系统

的“自我净化”机制。其次，将贪污行为转化为代际伦理义务：

“clear conscience”将公德缺失嫁接于私德正当性，“domestic

problem”的递进表述将特殊体制问题升华为普遍人性困境。通

过挪用家庭价值体系的共识性话语，使敏感的制度批判转化为

跨文化可通约的生存智慧，在黑色幽默中完成对民主异化的隐

性祛魅。此种策略通过挪用目标文化的核心价值符号进行自我

解构，既规避文化本质主义陷阱，又以幽默为缓冲垫实现批判

意图的隐形植入。

3.4互文修辞的创译嫁接

3.4.1经典互文的跨文化嫁接

互文修辞通过并置引用不同文化的经典文本，构建跨文化

对话的空间。道家经典与西方文化的互文性通过将中国哲学思

想与西方文化中的相似概念相联系，构建跨文化对话的空间。

这种修辞策略不仅展示了文化的共通性，还使西方读者在熟悉

的语境中理解中国哲学的独特内涵，从而增强文化传播的亲和

力与说服力。

林语堂将《道德经》音译为“Tao Teh King”表达，保留

源文化的异域特色。同时增补“The Bible of Taoism”，借《圣经》

在西方文化中的神圣性，为《道德经》赋予同等权威地位，实

现文化资本的对等移植。这种“互文嫁接”不仅降低认知成本，

更通过经典符号的并置，暗示中西文化在终极关怀上的相通性

（如对道德与秩序的追求），从而提升传播深度。

3.4.2历史典故的语境转码

历史典故的跨文化转码通过将中国文化中的历史事件或

人物转化为西方读者熟悉的对应物，实现意义的跨文化传递。

不仅降低了文化传播的认知难度，还使读者在熟悉的语境中理

解陌生的文化内涵，从而增强文本的可读性与说服力。

林语堂将韩非子“被迫仰药而死”的结局与苏格拉底“为法

律殉道”的死亡并置，将中国法家的“以法治国”工具性逻辑与西

方自然法的“法律神圣性”道德逻辑转化为西方读者熟悉的认

知框架。通过将韩非子与苏格拉底塑造为“东方与西方的法治

殉道者”，既借助苏格拉底的符号意义降低了西方读者的理解

门槛，又以悲剧命运的镜像对照揭示了中西法治文化的内核差

异。这种策略呼应了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通过同化将新信

息纳入既有图式。

4 林语堂“创译一体”的动因

林语堂“创译一体”的实践并非孤立的翻译行为，而是其

深厚的文化使命感、对传统翻译模式的深刻反思以及特定时代

语境下文化协商的产物。

首先，林语堂独特的生命轨迹赋予了他“两脚踏东西文化”

的精神底色。作为出身闽南、受过西方系统教育的学者，他在

清华执教期间对传统文化的深度反哺，构建起其“文化传真”

的根基。面对西方世界对中国长期存在的“东方主义”偏见与

误读，林语堂意识到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还是林纾式的自

由发挥，这些传统的翻译理论都难以解决文化符号在跨语境转

换中的失真问题。他敏锐地察觉到，“文本中心主义”的机械

移植会导致西方读者因文化缺省而产生理解障碍。

因此，他在《浮生六记》与《吾国与吾民》等著作中，大

胆打破“信”与“达”的二元对立，通过增补、注释及叙事节

奏的重构，将东方美学与西方浪漫主义并置，使文化符号在跨

语境中获得新生。这种“释译融合”的策略，实质上是在 20

世纪中叶中西交流的困境中进行的一场“文化协商”。

在“全盘西化”与“保守主义”的拉锯中，林语堂以“闲

适哲学”为切口，将庄子的逍遥与梭罗的自然主义巧妙嫁接。

他通过“创译一体”的路径，不仅绕开了意识形态的对峙，更

在“去政治化”的叙事中重构了中国文化的话语权。这种方式

使中国经典不再是停滞的古籍，而是转化为西方读者可感知的

现代生活哲学，从而在世界舞台上为中国文化争取到了一个温

润而坚定的传播空间。

5 创译一体的价值启示

林语堂的“创译一体”理论从根本上重构了翻译的本体论。

“翻译即创作”主张译者应以目标语为土壤，让原作在异质文化

中生根发芽。这一理念挑战了传统译论的“忠实观”，正如

Bassnett&Lefevere（1990）所言，“翻译是对原作的改写，是权

力关系的文学折射”。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对《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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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性转化即为明证：他舍弃了章回体的形式桎梏，以西方

家族小说的叙事结构重构故事，同时保留“太虚幻境”等东方意

象的诗性特质，使译本既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这种“创造性

叛逆”突破了 Venuti的“异化、归化”二分法，在“文化传真”与“读

者接受”的张力中开辟第三条道路。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的当下，林语堂的创译实践为中

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多维镜鉴。其一，他的“读者中心”思

想启示我们：文化外译需超越“自说自话”，如《吾国与吾民》

通过“社会性书写”激活西方读者的情感共鸣，这种“共情式传

播”至今仍具生命力。其二，他的“文化转码”技术（如将“侠义”

嫁接至西方骑士精神），为处理文化差异提供了方法——在保

留文化本真性的同时，通过认知适配降低接受门槛。其三，他

的“创译一体”模式对当代翻译教学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翻译

研究的未来在于打破学科壁垒，在实践中重构理论。林语堂的

遗产提醒我们：文化传播的本质是“活的对话”，唯有在“忠实”

与“创新”的辩证运动中，才能实现文明的真正互鉴。

6 结语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以修辞为媒介，用“创译一体”

的方式打通了中国社会文化从“自说自话”到“被理解、被接受”

的传播路径。其价值不仅在于历史语境中对抗“东方主义”凝视

的文化实践，更在于为当代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创造性翻译”的

典范——即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以目标文化的认知逻

辑为“桥”，以修辞创新为“器”，实现异质文化的平等对话与共

生共融。这一模式启示我们，文化外译的本质不是“移植”而是

“再生”。通过“创译一体”的主动建构，方能更好实现中国社会

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深层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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